
高速铁路对沿线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影响研究 

罗晶丹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利用 2006-2016 年中国 255 个地级市数据和中国高铁网络数据，

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定量探究了高铁对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作用

机制。结果显示：（1）高铁开通降低了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效应值为

3.06%；本文基于“最小生成树”原理构造工具变量重新回归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分别使用将样本时期扩大到 2003-2016 年、构造“伪高铁开通变量”两种方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仍支持以上结论（2）在机制研究方面，本文引入人口迁入

率作为劳动力流动代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速铁路通过促进劳

动力流出非中心城市，降低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3）分地区和分城市规

模实证结果显示，高铁开通抑制了非中心城市中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以及东中部

城市的服务业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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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十分迅速，据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网数据显

示，2018 年我国全年高速铁路旅客发送量超 20 亿人次，占全路的 60.4%，截至

2018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 2.9 万公里，覆盖全国 180 个多个地级市。

里程长、路网密集、运行速度快的高速铁路提高人口流动的数量和频率[1]，不仅

直接带动了相关住宿餐饮业、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还通过促进劳动力集聚间接带

动产业集聚，被寄予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厚望。高

铁开通降低要素流动的成本，引起了要素在空间层面的转移，进而强化或抑制了

本地区产业集聚趋势[2]。   

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对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集聚能力强，长期来

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大力发展

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具有很强的空间集聚效应，企业规模高度依赖于本地市场容



量，企业倾向于在本地集聚以共享市场资源、开发潜在市场需求，如餐饮和娱乐

业集聚[3]。高铁的开通打破了要素流动的空间阻力，在空间层面使资源得以在更

大的市场范围中流动，在时间层面直接降低了要素运输的时间成本[4]，对依赖本

地资源、重视信息沟通及时性和交通运输便利性等因素的服务业企业有重要影响。 

高速铁路建设是我国稳增长、改善民生、增加有效投资的重大举措之一，得

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空间结构两方面：一是研究高铁开

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在一定程度提升了城市经

济增长水平，且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这种差异

性影响拉大了高铁城市与非高铁城市、区域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的差距[5-6]。

二是高铁建设对空间结构的重塑作用。部分学者从都市圈层面研究，发现高铁开

通能够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重塑区域间生产和消费布局，“小时经济圈”、“高铁

经济带”等的形成对企业的生产布局、居民出行等行为有极大影响[7-8]。但现有的

研究对高铁与服务业集聚的关注较少，多是关注高铁与服务业某一具体产业（如

旅游业、房地产业）的关系，因此，本文重点关注高铁开通对城市服务业集聚的

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就研究样本而言，本文主要选取区域非中心城市进行研究。一方面，当前各

大城市纷纷争夺高铁站点，以期将其作为当地服务业集聚区，产生聚焦和辐射作

用，然而，我国高铁途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条件差异较

大，高铁开通带来的经济效应可能导致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反而不利于城市发

展：部分中小城市盲目投入巨额资金建设高铁新城却难以实现经济效益；部分城

市受大城市“虹吸效应”影响，高铁站十分萧条，成为“高铁过道”[9]，促使现

代服务业在中心城市极化发展[10]，高铁开通对沿线不同城市影响差异巨大，探

究高铁开通对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对当前各城市理性评估高铁经济效

应有一定参考。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在规划高铁线路时，往往也会首先考虑直辖

市、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选择非中心城市进行研究也能缓解高铁开通与服务业

集聚之间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国务院于 2019 年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到要“建设现代化高质

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合理规划我国未被高铁覆盖到的城

市高铁、增加高速铁路优质供给就需要对高铁的经济效应进行进一步研究。高铁



开通对沿途不同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影响如何？影响机制是什么？快速发展的高

速铁路是否会扩大中心与外围城市的发展差距？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是对已有研

究的延伸和丰富，还有助于评估高速铁路的经济效应，对沿线城市制定相关政策

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文将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服务业产业集聚的

影响，主要探究高铁对区域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

并在异质性分析中讨论了高速铁路的集聚效应在地区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在现

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在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1）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文

献多数关注高铁开通与经济增长、就业、工资的关系，对产业集聚问题研究较少，

本文将针对服务业集聚问题进行研究，并选用区域非中心城市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以缓解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2）参考张克中等人在研究高铁开通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中工具变量的构造思路，本文构建了基于“最小生成树”法的工具变

量，以减弱高铁开通城市的非随机性问题；（3）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基于引入

城市人口净增加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替代变量，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高铁开通

作用于劳动力流动进而影响服务业集聚水平，区别于现有研究多是定性分析高铁

影响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 

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二部分对高铁与服务业集聚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第三部分分析高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进行高铁对服务业集

聚影响的实证研究；第五部分为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和三类文献相关，第一类为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集聚相关研究；

第二类为高速铁路与产业集聚相关研究；第三类为高铁开通影响经济集聚水平的

机制相关研究。 

2.1 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集聚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直接效应

即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较强，可以直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



高了所在地区的区位优势，为贴近消费市场，企业往往倾向于在交通设施相对便

利的地方集聚。Gruber（2010）[11]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周边地

区可以免费享用城市交通带来的便利，相关生产要素倾向集聚于交通设施附近。

此外，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Holl（2004）[12]基于西班牙

1980-1994 年城市道路数据进行了研究，证实了高速公路建设可以提高沿线城市

的区位优势，促使相关企业向此集聚；Datta（2011）[13]基于对印度高速公路提

速的研究发现，企业的库存成本在公路改善的城市相对较低。 

间接效应是指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有利于降低经济要素的流动成本和服务

贸易的运输成本[14] [15]，扩大劳动力流动范围和相关企业的市场范围，整合优化

生产资源，提高劳动力参与率[16]，从而产生正向或负向的空间溢出，影响区域

的经济集聚状态。传统理论和部分实证研究都显示劳动力倾向于向商品多样化、

高工资、就业机会丰富、人口规模大、公共服务好的中心地区集聚，交通的改善

会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吸引要素流入[17]。Chatman（2014）[18]研究发现交

通设施的改善可以促进人口大量积聚，从而形成集聚经济；张天华等（2017）等

人研究发现，城市内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要素流动创造条件，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19]。 

2.2 高速铁路与服务业集聚 

对服务业而言，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往往需要在同一地点进行，本地偏好

性较高，难以实现存储和远距离传输产品[3]，倾向于在本地集聚以共享市场资源、

开发潜在需求，如餐饮业与娱乐业集群，同时良好的跨城市交通设施也是仓储、

批发、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基础[20]。高铁的开通打破了要素流动的空间阻力，使

得知识、信息等要素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从而内生于人力资本的隐性知识的流

动强度将大幅提高[21]，对重视集聚经济和劳动力供给的服务业有显著影响。 

多数研究显示高铁开通加速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中心城市的集聚，不利

于周边中小城市发展。Vickerman（1997）和 Givoni（2006）[22-23]基于日本、欧

洲等地高铁开通前后的数据，研究发现高铁促进了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一定程

度上抑制非中心城市的经济活动；Preston & Wall（2008）[24]的研究还发现高铁



网络会产生“隧道效应”，使沿途非中心城市的生产要素流向中心城市。随着我

国高速铁路网的加速完善，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明显[4]，国

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关注高铁开通对沿途城市产业分布的影响。部

分学者认为，高铁开通会产生“虹吸效应”，降低了沿途非中心城市经济集聚水

平（张克中等，2016；董艳梅等，2016）[5-6]，并且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的越近，

受到的“虹吸效应”越强，更容易落入到高铁城市的集聚阴影中（陈玉等，2017；

黄春芳等，2019）[25-26]。 

高铁规划是由铁路设计院在综合考虑国家战略、城市规划、地形地质等因素

得到的经济最优方案，沿途经过的城市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相差较大，高铁开通

产生的“集聚效应”具有很大异质性。部分学者从全国层面进行研究 ，认为高

速铁路强化了区域中心城市在全国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东中部城市是最大受益者

[6,27-28] ，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随着高铁开通时间拉长，高铁对全国和东中部城市

服务业影响呈现先促进集聚、后形成扩散的现象，东中部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会

产生了拥挤效应，劳动力和资本可能回流到生活成本更低的西部地区[27]。 

2.3 高铁开通影响经济集聚水平的机制 

我国高铁主要用于客运，学者们关于高铁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

从高铁与劳动力流动这一视角切入。赵丹等（2012）认为，高铁建设为中心站点

城市引入了劳动力等资源；林晓言等[29]（2015）对比了高铁开通前后城市的人

才吸引力，结果显示高铁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明显较高；张召华等（2019）[30]

研究发现，高铁建设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促使高铁城市产业—就业结构的协

调。还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卢福财（2017）等人[31]利用中介效应法，

检验了高铁开通是否通过促进工业劳动力流动来影响工业集聚；王巍等（2019）

[32]利用我国 251 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降低了非中心城

市产业集聚水平，通过促进地区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区域中心城市以强化其产业集

聚度。 

目前关于高铁对服务业集聚影响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高铁开通能提高沿途

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但对非中心城市影响结论有较大差异，高铁开通



究竟发挥集聚效应还是扩散效应还有待讨论；由于我国各城市高铁开通时间不一

致，现有研究多数基于具体某条高铁线路或针对某一地区的而高铁网络展开研究，

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两个区域[4]，以全国各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的较少；

机制分析中，当前关于高铁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多数从劳动力流动这一视角，仅在

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认为高铁开通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从而

促进服务业集聚，运用数据进行经验估计的较少。 

高铁的开通可能抑制周边城市经济活动的形式促进中心城市产业集聚，也可

能高铁的网格属性推动了城市间协调发展，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对今后的高铁

规划有一定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利用 2006-2016 年间全国 255 个地级市数据

（去除直辖市、省会城市）检验高铁开通对区域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

响，并使用中介效应法对相关作用机制进行了验证。 

 

三、理论分析 

我国高速铁路专用于客运，主要作用于劳动力的转移，在高铁开通后，城市

内部劳动力可以自由选择流动方向，相对而言，区域中心城市对劳动力吸引能力

更强，高铁的开通使得劳动力流向区域中心城市。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中

心”地区商品种类丰富、工资高、就业机会多，且拥有更好的基础教育和医疗等

公共服务，劳动力能以最小成本找到和自己技能相匹配且劳动报酬较高的工作，

高铁开通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放大了“本地市场效应”和“价

格指数效应”这两种集聚力[33]；同时，劳动力在中心城市可以享受人力资本外

部性，使得个人能从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收益[34]，受中心城市集聚力更强。吴

康等（2013）[35]研究发现，京津城际高铁运营后，劳动力的跨城流动在北京和

天津之间不对称，其中，由天津向北京旅游、工作等出行比例相对较高。  

服务业相对吸纳劳动力人数较多，劳动力数量的变动对其影响较大，高铁开

通引致劳动力流向中心城市，提高其服务业集聚水平，同时也抑制了非中心城市

服务业集聚发展。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心劳动力流动会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

吸引企业集聚。高铁开通使部分城市涌入了大量劳动力，这也意味着消费市场的

转移，而服务业高度依赖于本地市场规模，企业倾向于集聚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

以分得更大的蛋糕，最终提高本地产业集聚水平，此外，市场需求扩大会增加企



业销售额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加强本地集聚能力。第二，

高铁开通带来的劳动力流动背后是隐形知识的流动，内生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

流动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这会强化当地产业集聚水平。人力资本的流动是区域

间知识溢出的重要来源，但知识溢出需要不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沟通交

流，高速铁路促进了人才在区域间的流动，进而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扩散[36]。相

较于其他交通工具，高铁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对时间敏感的中高端客户，其速度快

和准点率高等优势更多满足的是时间价值高的劳动力[33]，这部分人群可能拥有

更多的人力资本或更高的技术熟练程度，高铁开通有利于其携带的隐性知识的沟

通与传播，同行业间频繁的交流或是包含不同文化、组织、学科思想的碰撞形成

知识重组，可能带来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进而保持该地区的竞争优势，不断强化

地区对劳动力吸引能力[37-38]，以提高当地产业集聚水平。如吴康等（2013）[35]

实地考察了京津城际高铁旅客的跨城流动特征，研究发现乘高铁出行的群体中近

半出行目的是商务出行和日常工作，其中商务出行人士的主要特征是男性、较高

职业、对出行时间敏感；《CTR媒介专项研究部与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调研报告》

结果显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在中国高铁受众人群中占比达 58.7%，且乘客中

以公务出差为目的的占比最高。 

综上所述，本部分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高速铁路特征分析

高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高速铁路通过时空收敛效应促进

了劳动力流动，出于对工资、就业机会等的追求，劳动力受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

力更大，会向中心城市集聚，进一步强化地区优势，增强对其他要素的吸引力，

但会抑制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高铁开通会降低非中心城市服务业

集聚水平，具体表现为：高铁开通使得非中心城市劳动力迁入率下降，使得劳动

力流向其他城市，从而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降低。 

 

 



四、 模型与数据说明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4.1.1 模型设定 

为考察高铁开通对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

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的个体固定效应，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LQ𝑖𝑡 = 𝛼0 + β𝐻𝑆𝑅𝑖𝑡 + θ𝑋𝑖𝑡 + γ𝑖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1） 

其中 i 代表某个城市，t 代表年份，LQ𝑖𝑡为城市 i 在 t 时期服务业集聚情况，

𝐻𝑆𝑅𝑖𝑡为高铁虚拟变量，𝐻𝑆𝑅𝑖𝑡=1 代表城市 i 在 t 时期已经开通高铁，其他情况

𝐻𝑆𝑅𝑖𝑡 = 0，𝑋𝑖𝑡为其他控制变量，γ𝑖为城市固定效应，𝜇𝑖为时间固定效应。 

本文主要选取的控制变量有经济发展水平（𝑙𝑛𝑝𝑒𝑟𝑔𝑑𝑝𝑖𝑡）、经济开放程度

（𝑙𝑛𝑓𝑑𝑖𝑖𝑡）、政府规模（lngov𝑖𝑡）、城市规模（lnpop𝑖𝑡）、固定资产投资水平（lninv𝑖𝑡）、

地区人均工资（lnwage𝑖𝑡）和人力资本水平（lnstu𝑖𝑡）。 

4.1.2 变量说明 

1. 服务业集聚指数（LQ𝑖𝑡） 

本文采用各城市服务业区位熵表示集聚水平。该指标能够反映地区要素的空

间分布情况，在实际研究中结果比较稳定，因此选用该指标比较合理，服务业集

聚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LQ𝑖𝑡 =
q𝑖𝑗/q𝑗

q𝑖/q
                           （5） 

其中，𝑞𝑖𝑗为城市 j 的 i 产业从业人员数，𝑞𝑗为城市 j 所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

𝑞𝑖为全国范围内 i 产业的从业人员数，q 为全国所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 

2. 核心变量 

（1）高铁变量（𝐻𝑆𝑅𝑖𝑡）：高铁开通这一虚拟变量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其

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可以表示高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2）劳动力流动（migra𝑖𝑡）：本文借鉴张克中等（2016）[5]的做法，采用人

口迁入率来衡量地区劳动力流动情况，其中人口迁入率=人口增长率-人口自然增

长率。  



3. 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本文引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各地财政支

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地区人均工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描述如下： 

（1）经济发展水平（𝑙𝑛𝑝𝑒𝑟𝑔𝑑𝑝𝑖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

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劳动力吸引力较大，进而影响服务业集聚。 

（2）经济开放程度（𝑙𝑛𝑓𝑑𝑖𝑖𝑡）：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促进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交流，本文用外商直接投

资金额表示经济开放程度。 

（3）政府规模（lngov𝑖𝑡）：政府作为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对地区服务业发展

有重要影响，政府支出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从而吸

引劳动力，间接影响服务业发展，本文用地区财政支出表示政府规模。 

（4）城市规模（lnpop𝑖𝑡）： 城市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为服务业集聚提供巨大的

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吸引要素集聚，本文用地区人口表示

城市规模。 

（5）固定资产投资水平（lninv𝑖𝑡）：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当地企业规模有一

定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集聚程度。 

（6）地区人均工资（lnwage𝑖𝑡）：工资水平一方面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另

一方面又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驱动力，对产业发展影响较大。 

（7）人力资本水平（lnstu𝑖𝑡）：高水平人才的集聚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促

进创新，进而保持地区竞争优势，增强城市吸引力，进一步促使产业集聚，本文

用高校在校学生数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4.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包括地级市层面数据和高铁数据两部分。 

1. 城市数据：相关地级市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2003-201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部分缺失数值由《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补充。在数据

处理时，本文以 2003 年为基期，根据各省份 CPI、固定资产投资折旧指数和历

年中美汇率进行折算。此外，为缓解内生性影响，本文选择区域非中心城市进行

研究（共 255 个地级市），剔除了中心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部分 2012

年后新设立城市的样本。 



2. 高铁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铁路总公司网站和中国国家铁路管理局网站，

从中搜集整理了高铁线路的途经城市和开通时间等信息。 

表 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Q 区位熵指数 1.029 0.266 0.191 1.887 

migra 劳动力流动 -0.054 0.135 -1.115 5.939 

pergdp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0.676 0.873 0 9.903 

lngov 政府规模 14.139 0.814 10.962 17.556 

lnpop 城市规模 5.8 0.665 2.868 7.138 

lninv 固定资产投资额 15.745 1.044 12.709 18.966 

lnwage 平均工资 10.393 0.437 8.509 12.678 

lnfdi 经济开放程度 11.517 1.676 4.666 15.968 

lnstu 人力资本水平 10.095 1.083 5.442 12.739 

表 4.1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样本共 2,805 个，被解释变量区

位熵指数均值为 1.029，标准差为 0.266，整体上各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

比全国均值稍高，且各城市差距不大；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migra）的均

值为-0.054，标准差为 0.135，说明各区域非中心城市整体呈现劳动力外流的情况；

控制变量中经济开放程度（lnfdi）离散程度较大，说明各城市经济开放水平差异

性较大。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5.1 报告了基础回归结果，回归（1）（2）分别是加入了时间效应和固定

效应前后的估计结果，回归（3）中加入了影响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铁路沿线非中心城市的

服务业集聚水平，该结论在添加控制变量前后都是显著的。对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lnpergdp）、工资（lnwage）、人力资本水平（lnstu）的估计

系数都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政府规模（lngov）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服务业中很多如金融业、地质勘查业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国有化程度更高，更

易受到政府管制，而政府的行政干预对服务业本身是一种替代，不利于服务业集

聚[39]；对外开放水平（lnfdi）项系数不显著，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该变量标准



差较大，我国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可能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回归中系数不

显著。 

表 5.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LQ LQ LQ LQ 

hsr -0.110*** -0.0347*** -0.0306*** -0.0295*** 

 (0.0120) (0.007) (0.0074) (0.0071) 

migra    0.135*** 

    (0.0364) 

lnpergdp   0.0406*** 0.0191*** 

   (0.0056) (0.00456 

lngov   -0.0375** 0.0219* 

   (0.0156) (0.012) 

lnpop   -0.0148 -0.137*** 

   (0.0485) (0.0523) 

lninv   -0.0196** -0.0076 

   (0.0088) (0.0085) 

lnwage   0.0336* 0.0038 

   (0.0190) (0.0126) 

lnfdi   -0.0046 -0.0044 

   (0.0028) (0.0028) 

lnstu   0.0211** 0.0280*** 

   (0.0088) (0.0087) 

常数项 1.053*** 1.031*** 1.301*** 1.363*** 

 (0.0055) (0.0061) (0.393) (0.385) 

观测值 2,805 2,805 2,510 2,510 

R2 0.029 0.016 0.050 0.034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p<0.01, ** p<0.05, * p<0.1 

5.2 内生性处理 

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连接高速铁路[40]，计划修建高铁的城

市很可能本来就是服务业高度集聚城市，虽然本文以区域非中心城市为研究样本，

去掉了直辖市、自治区、省会城市等样本以尽量减小高铁城市选址的非随机性问

题，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反向因果问题；同时高铁开通的年份主要发生在金融危机

前后几年，开通高铁城市若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可能会使服务业集聚程度受到

影响[5]，因此本文选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研究，以缓解内生性。本文参考张克中

（2016）等[5]构建高铁工具变量的原理，使用“最小生成树”的方法将区域中心



城市用直线连接，利用“是否位于该直线”上作为判断开通高铁的工具变量。 

具体构造思路如下：（1）选取在 2006-2016 年间已建成铁路经过的直辖市和

省会城市作为中心点，在百度地图上将这些城市做标记并按“四纵四横”的高铁

网络布局连接起来；（2）在百度地图上测量每个地级市与附近最近的直线的垂直

距离，若该距离小于或等于 50 公里，则认为该城市处于高铁网络的范围内（即

应该作为高铁开通城市）；（3）图上每条直线对应一条高铁线路，在铁路网可以

查到高铁开通年份，将其记为该直线段对应的基准年份，对被高铁线覆盖的且年

份大于基准年份的记𝑖𝑣𝐻𝑆𝑅𝑖𝑡=1，代表城市 i 在 t 时期已经开通高铁。 

利用该方法构造出来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前提。首先，就相关性

而言，我国《铁路中长期规划》指出，高铁主要“连接主要城市群，形成以特大

城市为中心覆盖全国，以省会城市为支点覆盖周边的高速铁路网”，可以看出某

城市是否被纳入高铁线路规划中与该城市的地理位置（与区域中心城市间直线段

的距离）紧密相关。其次，就外生性而言，城市所处地理位置相对固定，而我国

高速铁路选线设计要充分考虑地形、城市规划、技术可行性等因素，是对经济效

益、生产技术、区域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考量，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属于外生

因素。 

表 5.2 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ivHSR 的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HSR 的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可以看出，高铁对非中心城市服务业

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同时，第一阶段回归的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值为 60.21，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 

表 5.2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1) (2) 

 LQ IV first stage for HSR 

HSR -0.120***  

 (0.0459)  

ivHSR  0.197*** 

  (0.0437) 

pergdp 0.0340*** -0.0723*** 

 (0.0093) (0.0271) 

lngov -0.0439** -0.0739 

 (0.0188) (0.0558) 

lnpop 0.0199 0.333 

 (0.0675) (0.216) 



lninv -0.0162* 0.0250 

 (0.0090) (0.0362) 

lnwage 0.0437** 0.127 

 (0.0220) (0.0867) 

lnfdi -0.0021 0.0265*** 

 (0.0029) (0.0095) 

lnteach 0.0126 0.00218 

 (0.0088) (0.0269) 

常数项  -2.841 

  (1.729) 

观测值 2502 2505 

Kleibergen-Paap F statistic  60.21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p<0.01, ** p<0.05, * p<0.1 

5.3 稳健性检验 

本文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扩大样本容量和安慰剂检验两个方法。首先，本文

将样本时期扩大到 2003-2016 年重新进行回归；其次，本文基于“反事实检验”

的思想构造“伪高铁开通”变量进行回归。 

1.扩大样本容量。我国从 2007 年开始有大批城市建立高铁站并开通高铁，

考虑到政府往往提前对高铁线路进行规划再进行修建，高铁的经济效应可能在正

式开工前就有所表现，本文将样本期间扩大到 2003-2016 年重新进行回归，结果

显示高铁变量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仍显著为负，体现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2.安慰剂检验。尽管在回归中本文控制了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但仍有可能

是开通高铁城市与未开通高铁城市间的一些不可观测效应导致了服务业集聚水

平的差异，为进一步检验服务业集聚差异是否由高铁开通这一外生政策造成，本

文采取反事实检验的方法，参考张克中（2016）[5]等人的方法，选取 2016 年已

经开通高铁的城市，以 2003-2016 年作为样本期，在各城市高铁开通年份以前选

取虚拟时点，构造“伪高铁开通”的虚拟变量代替“高铁开通”项加入方程进行回归，

若该项估计系数不显著，则说明本文实证部分得到的结果是由高铁开通的政策效

应导致的。 

具体地，本文分别将城市开通高铁的时间提前 4 年、5 年和 6 年后进行了与

上文一致的回归。结果如下表，可以看出，hsr_4、hsr_5、hsr_6 项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正是高铁开通引起的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变化。 



表 5.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LQ LQ LQ LQ 

hsr -0.0436***    

 （0.0109）    

hsr_4  -0.0209   

  (0.0165)   

hsr_5   -0.0257  

   (0.0166)  

hsr_6    -0.0241 

    (0.0169)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949*** 1.003*** 1.008*** 1.006*** 

 (0.0152) (0.0235) (0.0235) (0.0237) 

观测值 2100 1000 1000 1000 

R2 0.131 0.007 0.008 0.007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p<0.01, ** p<0.05, * p<0.1 

5.4 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抑制了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那么，高铁开

通对服务业集聚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正如上文的理论分析，高铁开通可能

促使劳动力流向区域中心城市，从而降低本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为进一步识别

该机制的存在性，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法进行考察。已有研究中关于如何检验

中介效应有许多方法，本文选用温忠麟（2004）提出的综合的中介效应检验法进

行研究，该检验程序的第一类错误率和第二类错误率之和相比单一检验法较小 ，

且既可做部分中介检验，又可做完全中介检验[41]，具体检验方程及过程如下所

示：  

LQ𝑖𝑡 = 𝐶 + α𝐻𝑆𝑅𝑖𝑡 + θ𝑋𝑖𝑡 + γ𝑖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1） 

migra𝑖𝑡 = C + β𝐻𝑆𝑅𝑖𝑡 + θ𝑋𝑖𝑡 + γ𝑖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2） 

LQ𝑖𝑡 = 𝐶 + 𝛼1𝐻𝑆𝑅𝑖𝑡 + δmigra𝑖𝑡 + θ𝑋𝑖𝑡 + γ𝑖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3） 

其中migra𝑖𝑡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人口迁入率，即中介变量。 

表 5.4 模型（2）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劳动力流动（migra）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负，说明高铁开通促进城市劳动力外流；模型（2）（3）结果显示，说明存

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6.71% 



表 5.4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LQ migra LQ 

HSR -0.0300*** -0.0149** -0.0295*** 

 (0.0074) (0.0061) (0.00715) 

migra   0.135*** 

   (0.0364) 

pergdp 0.0409*** 0.0109*** 0.0191*** 

 (0.0056) (0.004) (0.00456) 

lngov -0.0369** -0.0171 0.0219* 

 (0.0156) (0.0106) (0.0122) 

lnpop -0.0099 0.983*** -0.137*** 

 (0.0485) (0.0306) (0.0523) 

lninv -0.0191** -0.0071 -0.00766 

 (0.0088) (0.0075) (0.00851) 

lnwage 0.0321* 0.0115 0.00382 

 (0.0191) (0.0112) (0.0126) 

lnfdi -0.0044 0.0006 -0.00449 

 (0.0028) (0.0025) (0.00284) 

lnstu 0.0128 0.0043 0.0280*** 

 (0.0079) (0.0077) (0.00877) 

常数项 1.385*** -5.693*** 1.363*** 

 (0.388) (0.286) (0.385) 

观测值 2,505 2,842 2,510 

R2 0.047 0.292 0.034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p<0.01, ** p<0.05, * p<0.1 

5.5 异质性检验 

首先考察高铁开通对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回归结果如列（1）-

（3）所示，其中，回归（1）（2）中 hsr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铁开通对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服务业集聚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小城市影响不太显著。其原

因可能是：第一，从地理位置来看，一方面，多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与区域中心

城市距离较小，更易受到高铁“虹吸效应”的影响，使本地生产要素沿高铁线路

流向区域中心城市，张克中（2016）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17]；另一方面，

劳动力流向可能受工资水平、就业机会、公共服务、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影响[17]，

相较而言，区域中心城市预期收入高、就业技能匹配度高，个人容易获得更多的

就业和学习机会，更容易成为劳动力流入地，因此，中心城市对要素的吸引能力



更强，高铁的开通可能使劳动力向中心城市集聚。第二，从区位优势来看，中小

城市市场规模较小，此时可能制造业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城市的服务功能

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提高[39]，高鸿鹰、武康平（2007）测算的我国城市集聚效应

指数结果也显示对于 50-10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而言，资本积累对城市发展的贡

献率更高[42]。因此，中小城市自身服务业集聚度低，且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相对

较少，高铁开通对中小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不太明显。例如，对于金融业来说，

其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庞大的资金流和完善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中小

城市的市场规模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行业发展需求。 

其次考察高铁开通对不同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回归结果如列（4）-（6）

所示，其中，回归（4）（5）中 hsr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铁开通主要影

响东部和中部城市的服务业集聚水平。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我国高铁网络覆盖的

城市多数位于东中部地区（样本期间开通高铁的 176 个城市中东中部城市共 155

个），而东中部地区恰好有北京、上海等集聚能力非常强的特大城市，故高铁开

通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城市非中心城市的服务业集聚水平，相比之下，西部地

区高铁网络尚不完善，已修建的高速铁路时间较短，且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

相较而言不算发达，因此尚未表现出相关的经济效应。  

表 5.4 异质性检验结果 

 按城市人口规模分类比较 按城市地理位置分类比较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hsr -0.0109** -0.0552*** 0.0284 -0.0206* -0.0409*** -0.0206 

 (0.0054) (0.0139) (0.0368) (0.0111) (0.0114) (0.0208) 

pergdp 0.0173** 0.0557*** 0.0705*** 0.0356*** 0.0240** 0.103*** 

 (0.0079) (0.0077) (0.0232) (0.00724) (0.0105) (0.0160) 

lngov -0.0438*** -0.0724*** 0.0496 -0.0950*** -0.0332 -0.0194 

 (0.0164) (0.0279) (0.0904) (0.0244) (0.0281) (0.0200) 

lnwage 0.0342 -0.0191 -0.321* 0.0849** 0.0041 0.0367 

 (0.0241) (0.0319) (0.166) (0.0344) (0.0274) (0.0358) 

lninv 0.0405*** 0.00745 0.0407 0.0242 0.0266** -0.0136 

 (0.0124) (0.0129) (0.0504) (0.0154) (0.0126) (0.0175) 

lnfdi -0.0020 -0.0027 -0.0235** -0.00633 0.0146** -0.0008 

 (0.0039) (0.0044) (0.0099) (0.0049) (0.0060) (0.0042) 

常数项 0.782* 2.482*** 2.047 1.522** -0.220 0.915* 

 (0.413) (0.784) (2.686) (0.664) (0.691) (0.537) 

观测值 1,603 881 86 1,189 968 416 



R2 0.071 0.119 0.615 0.091 0.061 0.138 

注：依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按常住人口规模可将城市划分为特大

城市（人口大于 300 万）、大城市（人口 100-300 万之间）、中小城市（人口小于 100 万）。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p<0.01, ** p<0.05, * p<0.1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就高铁对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利用沿线城市 2006-2016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高铁对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根据

现有研究对此结果进行了讨论。主要有以下结论：（1）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开通

高铁的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降低了约 3.06%，这一结果在添加控制变量前

后、添加固定效应前后都是显著的；用扩大样本时期和安慰剂检验两种方法进行

稳健性检验重新估计，构建“最小生成树”作为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结

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2）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结果表明，高速铁路促进劳动力

流出非中心城市从而降低非中心城市服务业集聚水平。（3）异质性分析结果中，

分城市规模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显著影响了沿线特大城市、大城市服务业的

集聚水平，但其影响作用对中小城市不太显著，从地理位置和产业发展水平角度

进行分析，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更易受到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分地区回归结

果显示：高铁的集聚效应在东中部城市表现明显，但在西部地区仍未体现，对此

可能的解释是西部地区高铁修建较晚，当前高铁网络还不密集。 

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本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会抑制沿线中小城

市服务业程度，促进其生产要素流出，因此，在高铁修建方面，部分中小城市应

该对高铁修建后可能带来的虹吸效应有一个合理预期；对已位于高铁线路上的非

中心城市而言，首先，在目前我国超大城市严格管制外来人口、向外转移产业的

背景下，地方政府应抓住机遇，承接来自大城市的人口、信息等资源，借助高铁

这一城市纽带，增强与增长极之间的经济联系，以都市圈的模式共同发展，结合

自身比较优势，准确定位发展自己的优势特色产业，与中心城市错位互补，提高

本地产业集聚水平；其次，面对中心城市强大的集聚能力，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

发展水平和产业优势，加大对高新技术等企业的扶持能力，同时制定相关优惠政



策以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2）合理规划高速铁路路网：高速铁路具有典型的

网络经济效应，只有在形成区域高速铁路网络后，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用才愈

加明显，这就需要科学规划高铁网络，结合我国相关城市群规划，从加强城市间

经济联系、加快区域经济一体等角度实现合理布局，落实《交通强国纲要》中要

求的“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强化西部地区补短板，推动中部地区大通道大枢纽建

设，加速东部地区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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